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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近三十年来中国分省数据检验“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同前期相关时序

数据研究比较,本文以更翔实的数据和更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主要制度变量和发展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及作为

其主要构成部分的城乡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程度不同地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其中总体

收入差别最为显著,从而以更全面数据证实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 U理论”的有效性,进而证明

从部分“先富”到全民“共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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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本文基于近三十年(1990-2019年)的中国居民收入数据,检验陈宗胜(1991)提出的“公有经济

收入分配倒U理论”(以下简称“公有倒U理论”),以期更深入地考察其客观有效性。“公有倒U理

论”自提出后,学术界一直试图检验其可行性或有效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但总体来说,前
期因时间过短及资料有限,很多检验并不充分。而从2010年前后至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进入

下降阶段,对其进行整体实证检验便具备了实践基础。不少学者利用比较充分的多侧面时序资料,
已经先后进行过深入研究和证实,有称之为“中国收入差别的伟大转折”①。一些全面的综述文章已

经对此做过总结,这里不再重述。②

同时,另一些学者也利用日益丰富的面板数据做过大量研究,作为本文的重要参考,以下略做述

介。其中一些研究是针对城乡差别这一中国总体差别最重要构成部分的。如刘兴华(2021)使用

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外商投资对本地及邻接地区城乡差距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即在

长期发展中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李成友等(2021)使用2008-2018年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

据,测得我国财政支出通常会将有限资源集中分配于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匡
浩宇(2021)使用200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验证了个人所得税具有非线性再分配调节功能,即
2010年之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扩大了城乡差别,之后则变为负效应;陈工和何鹏飞(2016)利用2007-
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分权式财政支出总体上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其内部各分项的影响

正负不一;刘欢(2020)使用2001-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省级面板数据,证明工业智能化技术发展显

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谢莉娟等(2021)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流通业公有制经济

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呈庆和任玲(2021)使用2002-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证明,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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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高会通过抑制城镇化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侯新烁和黄素萍(2021)使用2004-2015年的地级市

面板数据,证明高铁开通后一线大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缩小了城乡差距,二线城市通过人口流入扩

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三四线城市通过人口流出缩小了城乡差距;张华(2020)利用2000-2014年中

国200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城乡差距变动具有先增后减的“倒U”效应。
另外一些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主要针对地区差别或行业差别变动,仅有个别涉及总体差别。如

万广华等(2005)使用1987-2001省级面板数据证明,全球化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并且有逐步加

强的趋势;王佳莹和张辉(2021)基于161个国家和地区1998-2018年的面板数据证明,国际旅游对

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入境游与地区差距可能存在一定的“倒U”型关系。还有些研究

是针对行业差别变动的,如邓翔和黄志(2019)利用2003-2016年行业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人工智能

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李昕等(2019)认为教育投入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呈

“倒U”型影响,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占比是其中的关键;胡立君和郑艳(2019)通
过分析1992-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将扩大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但同时会扩

大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也有个别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

是针对总体收入差别变动的,如赖先进(2021)利用2009-2015年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明,改善

营商环境不会扩大全社会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首先,可以看到近些年进行面板数据的研究日益增多,所涉及的数据范围已经由省级层

面扩展到地市级,甚至是县级层面,显著增加了研究的样本量,但涉及年限较短且多数仅包含少数省市

的数据(有些是国别资料);其次,所涉及解释变量主要是易于获取数据的,如外资规模、教育年限、技术

进步率、财政支出、人口流动以及高铁里程等,几乎没有讨论制度变量影响的;再次,所针对被解释变量

多数是单一的城乡差别,或地区差别、行业差别,少有涉及总体差别,更无进行多侧面差别综合研究的,
其中有几个涉及单一因素单一差别的研究发现了“倒U”型变化,值得重视但仍需更充分的论证。

鉴于使用面板数据研究的上述状况,以及时序研究已比较充分,本文基于近三十年(1990-2019
年)涵盖全国的省级面板资料,包括体现了重点制度变量和发展变量的数据,试图从更全面的角度检

验“公有倒U理论”及其相关假说。

二、检验模型及变量选取

(一)理论基础

为提高实证检验的针对性,以下根据相关著作陈宗胜(1991)、陈宗胜等(2018)对“公有倒 U理

论”的基本内容作一概述。从逻辑上可以发现,“公有倒U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是植根于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及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在中国公有主体经济中,城镇实行国有为主、多种所

有制经济并存,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城乡二元劳动市场、保障制度、户籍制度长期

存在并制约居民收入分配;第二,在公有经济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劳动者按所付有效劳动量在

相应范围取得报酬,在非公有经济范围内实行按要素分配制度,即由市场按要素贡献分配;第三,中
国公有经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国家实施赶超型体制及高积累制度,并通过功能分配比

例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第四,国家基于公有主体经济对没有劳动能力者(如学生、残疾人、因病退出

劳动队伍者)及未实现就业者实行基本生计保障制度。基于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及由其决

定的收入分配制度①,并进一步引入经济发展及结构转换因素②,探讨居民收入差别及其影响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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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中指出了所有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地位,认为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0页。

本文主要考察公有制为主体的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过程中居民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传统农村一元经

济属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而现代城镇化一元经济应归于发达经济学范畴,均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



经济发展中的变动,进而推导出“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其中包含如下几个可检验的假说:

1.关于主要制度变量。在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城乡两部门内部,公有资本积累和保障性生计收入

都是单调负向制约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而按劳分配所依据的劳动差别则可能是正向非单调(先升

后降)地制约收入差别的变动程度,由此可能内生地决定中国城乡内部呈低收入差别特征;而民营资

本积累及市场化因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另一制度变量,可能单调正向扩大差

别,但影响程度受制于其经济地位。

2.关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变动。由上述若干变量制约,中国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可能程度不同地呈初期扩大而后缩小的非单调变动。但受城镇国有主体和乡村集体主导的不同

公有制形式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别通常大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而城乡民营经济及市场化制度

改革,可能加剧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变动程度,但不会影响主体变量的方向。

3.关于城乡间收入差别及城镇化变动。体现不同比较生产率的城乡差别在结构转换中可能呈

非单调先升后降的变动,而基于城乡不同公有制形式及二元制度的制约,可能呈现更大的收入差别

并制约总体收入差别变动。① 同时与城乡收入差别紧密相关的城镇化过程,以户籍、常住及非农人口

差异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特色,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别及总体收入差别呈现更显著的“倒U”型变化。②

4.关于总体收入差别变动。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由二元经济转向现代经济的发展过

程中,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受制于公有主体经济中劳动差别、公有积累和生计保障,以及民营经济中非

公积累和市场化的影响,其与城乡二元制度差异以及特色城镇化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使中国

社会总体收入差别呈现更显著的“倒U”型变化。
上述几点依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导出的理论假说,包括制度因素和

发展因素及其可能的变动、总体收入差别及其主要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在使用时序资料的有关研

究中已有检验,但是否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仍待更丰富的面板数据验证。下面,本文将利用面板数

据资料,针对这些基本假说和内容,首先设定其检验模型,然后选择变量指标和确定代理变量,并分

析所用资料的统计特征。
(二)模型的设定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公有经济各个侧面的收入差别变动,因此可将回归检验模型设定为三类:

1.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制约变量的检验模型。

Giniit(u,r)=α0+βyit+γy2it+θLGiniit+ρSJit+ωJLit+ϑPMit+∑
K

k=1λkXkit+ηi+νt+εit (1)

式(1)代表检验农村或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两种模型,括号中下标u、r分别代表城

镇和农村。被解释变量Giniit(u,r)为i省份t年的城镇或农村的基尼系数,解释变量多数相同,其
中yit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Giniit为城乡各自内部的劳动差别;

SJit为城乡各自的生计收入;JLit为城乡各自的公有积累;PMit为城乡各自的私营经济比重及市

场化程度;另外因土地是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村地区加入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制度变

量。影响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控制变量的选择有所不同,其中农村的控制变量有第一产业产值、
农村地区外贸依存度等;城镇的控制变量有第二产业从业劳动力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城镇GDP
增长率、外贸依存度等。另外,α0 为常数项,ηi、νt 分别表示省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扰

动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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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以城乡收入比或基尼系数分别测度,则两曲线的形状会有差异,理论上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拐点会先于

城乡收入比。
理论上,设若城镇化不与城乡收入差别结合便不可能改变总体收入差别。如假定城乡收入差别为0,则城乡人

口比率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总体收入差别,但在二元转换现实中总是存在城乡收入差别,所以城镇化过程一定

会影响总体收入差别,且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则城镇化的影响也越大,城镇化的阶段变化甚至会影响总体收入差别的

变动方向(陈宗胜,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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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间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其制约变量的检验模型。

Git =α0+βgdpit+γgdp2
it+θDCit+ωJgjdcit+ϑUrbanit+∑

K

k=1λkXkit+ηi+νt+εit (2)

式(2)中因变量Git为i省份t年的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或城乡收入比。解释变量gdpit为人

均GDP,DCit为城乡二元对比系数,Jgjdcit为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指数,Urbanit为城镇化率。Xkit为

控制变量,包括物价指数和外贸依存度等。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特别在城乡两种不同主体公有制及由其制约的二元制度基础上,城乡间收入

差别可能构成总体差别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本文专门就城乡间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设立检验模型。

3.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制约变量的检验模型。

Giniit(t)=α0+βgdpit+γgdp2
it+θLGiniit+ωSJit+ρJLit+ζGit+ψUrbanit+ϑPMit

+∑
K

k=1λkXkit+ηi+νt+εit (3)

Giniit(t)=α0+βUrbanit+γUrban2it+θLGiniit+ωSJit+ρJLit+ζGit+ψgdpit+ϑPMit

+∑
K

k=1λkXkit+ηi+νt+εit (4)

式(3)和式(4)中因变量Giniit(t)为i省份t年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式(3)与式(4)的差异在

于主要解释变量有别、二次项不同。式(3)中主要解释变量为人均GDPgdpit、劳动差别LGiniit、生计收

入SJit、资本积累JLit、城乡收入比Git、城镇化率Urbanit、私营经济比重及市场化程度PMit和人均耕

地面积,控制变量Xkit包括物价指数、外贸依存度、二产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税收、人均储蓄率、抚养比

等;而式(4)中主要解释变量为i省份t年的城镇化率Urbanit,其是一个融合制度与发展因素的综合

变量,其他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Xkit的选择与式(3)大致相同。
(三)指标选取及说明

一些变量的代理指标可能不止一种,需要斟酌选择并确定必要的计算方法。以上各检验模型中

的因变量都是不同范围的居民收入差别,按惯例大多都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指标,比如农村和城镇

内部收入差别以及总体收入差别均以基尼系数度量,而城乡间收入差别以城乡收入比和城乡差别基

尼系数两种指标测度。这里,基尼系数的测算因资料口径不同、测度范围不同等,所选取的测算方法

也不同,测算精确度可能略有差异。
各检验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制约城乡内部收入

差别的制度变量指标。劳动差别是公有经济中制约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预期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

别呈非单调正向相关关系。劳动差别的测度通常忽略劳动者体力差别,而主要测度脑力差别的不同

和变化,因此,一般以受教育程度衡量,计算公式为:

edu=∑
n

ipiyi/∑
n

ipi (5)

其中,pi 为全体人口中接受不同阶段教育的人口数,yi 为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受教育年数①。首

先,以受教育程度代理劳动差别,内在机理是教育决定不同技能劳动力占比先升后降的“倒 U”型变

动,从而正向制约劳动差别及劳动收入的非单调变化。这一规律性现象已得到多项研究的证实(李
昕等,2019)。其次,公有经济积累是公有经济中制约收入差别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预期其与城乡

居民收入差别负向相关,其代理指标可直接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种积累和投资数据中换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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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教育阶段的划分按国家教委规定和统计年鉴中的类别分为学前0年(或文盲)、小学6年、初中9年(含中

职)、高中12年(含高职)、大学16年(含大专)、研究生19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
中6岁及以上为受教育人口数,从而假定6岁以前为学前0年。另外,全国总体受教育人口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1990-2019年(其中1992年数据缺失,以内插法补充,1995年为每十万人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按城乡分别统计的受

教育人口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6-2019年,其中1990-1995年数据为通过推算获得。



其中,城镇公有积累以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不包括私营经济积累);农村公有

积累以农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及人均耕地衡量;全国总体公有积累为城镇公有经济和农村集

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之和。① 再次,生计保障收入也是公有经济中制约收入差别变动的重要制度变

量,预期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负向相关。经过比较测算,城镇居民生计收入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水平占其可支配收入比重衡量,农村生计收入以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

权②,而全国总体生计保障收入以城市和农村生计收入加权得到。最后,民营经济比重及市场化程

度是公有主体市场经济中影响收入差别的重要制度变量,本文选取非公经济从业人员占比衡量,③

预期其与收入差别正向相关。即不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的私营及个体非公有经济比重的上升,都意味

着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表明私有资本积累对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产生影响,即促进收入差别

扩大;反之则反是。
第二类是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别并推及总体收入差别的制度变量指标。首先是二元对比系数,

其从比较生产率变动角度体现了我国二元制度中不同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二元管理体制对城乡收入

差别变动的影响,以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衡量,其数值越大表明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

差异越小,从而城乡收入差别就越小;反之则反是。二元对比系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常呈先降后

升的变动趋势,预期其与收入差别非单调负相关。其次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指数,旨在反映基于

两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本文以工农产品综合

比价指数与工农劳动生产率比较指数之积衡量剪刀差指数,预期其与城乡差别正向相关。最后是城

镇化率,有不同口径、不同含义的三种指标,其中城镇户籍人口比率主要体现二元制度现状,工业化

人口比率主要反映二元结构转换进程,而本文选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其既能够反映

二元制度制约,也能够体现二元经济转换对城乡差别的影响。
第三类是经济发展变量指标,其是综合制约收入差别的最重要非制度性因素,本文以经济发展

水平测度。本文按数据可得性分别使用全国人均GDP水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

入,并按通常做法经过价格指数处理换算为相同基期(1990年)的可比数据。预计经济发展水平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与居民收入差别的变动分别呈正、负相关关系。
最后,各检验模型还涉及若干控制变量指标。在上述回归模型设定中已有说明,包括第二产业

劳动力占比、经济增长速率、外贸依存度,以及人均税收、人均储蓄率、抚养比、物价指数。这些指标

含义明确。作为控制变量,其与居民收入差别的制约关系多数并不确定。
(四)数据处理及统计特点

本文所用各变量指标的时间为1990-2019年,数据来源于全国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年鉴》《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等(缺失值以

插值法估算)。各变量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结果显示所有变量数据观察值都处于合理范围,没有异常

值。其中,收入差别的面板数据统计特征与时序资料基本相同,其时间轨迹都不同程度地从上升转

而下降,总体差别尤其显著。1990-201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收入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

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及全国总体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面板数据均值的变动趋势,总体上与全国时序

资料呈现的“倒U”型变动非常接近,可以说基本一致。其中,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和城乡收入差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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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全社会按经济类型划分和各地区城镇按登记注册类型划

分的城镇和乡村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城镇投资包括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余下的为个体民营投

资)。另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部分缺失数据根据各省统计年鉴得到。
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数据缺失较多,本文使用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与推算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水平进行加权,得到农村居民的平均生计收入数据。
本文以非公经济从业人员占比衡量城镇及全国的私营经济比重及市场化程度;而农村中使用非承包土地收入

与承包土地收入之比并通过农村市场价格指数校正,以测度农村承包体制中居民使用集体与非集体生产资料的程度

及市场化程度。关于市场化程度的测算指标有多种,但往往测算非连续,无法用于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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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收入比这两类数据所呈现的趋势几乎重合,而在考虑了区域差别调整后,两类资料所显示的

农村和全国总体收入差别的趋势也非常接近。就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动轨迹来看,直接体现劳动差别

的劳动工资差别呈由扩大转而缩小的变动趋势,这在面板和时序资料中均大致相同,且得到多项研

究的关注和证明(Kanburetal,2021;万广华等,2018)。总之,从统计特征分析来看,各变量的省级

面板数据均值同全国时序值的趋势均十分吻合,个别略有差异可能与加总方法有关,即本文所用近

30年全国各省份的面板资料是可靠的。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经过Hausman检验的固定效应模型(FE)作为下文回归分析的基础,鉴于所使用的面板数据

可能存在异方差及序列相关问题,本文使用两种不同估计方法予以解决,即一方面主要使用具有稳健标准

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另一方面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一)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表1和表2中分别为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两表中的列(1)和列

(5)检验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分别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列(2)和列(6)
检验城乡不同公有制形式下劳动差别、生计收入和公有积累的变动对农村和城镇内部收入差别的影

响;列(3)和列(7)是在列(2)和列(6)的基础上,加上制度改革因素,如私营经济比重及市场化、人均

承包土地(农村)和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检验其分别对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差别的影响;列(4)和
列(8)综合检验城乡经济发展中各主要变量及其他因素分别对城乡收入差别的影响。

表1 农村内部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变动趋势检验结果

FE GLS

(1) (2) (3) (4) (5) (6) (7) (8)

农村发展水平(inc_r) 3.1403***
(1.0710)

6.1134
(4.7121)

3.5627***
(0.2751)

4.8990***
(0.5273)

人均收入平方(inc_r2)
-0.1885**
(0.0719)

-0.4791
(0.3448)

-0.2301***
(0.0184)

-0.3181***
(0.0338)

劳动差别(eduy_r)
0.0219*
(0.0107)

0.0070
(0.0103)

0.0138
(0.0109)

0.0031
(0.0096)

0.0131
(0.0099)

0.0067
(0.0091)

生计收入
(sj_r)

-0.1231
(0.0746)

-0.5010***
(0.1158)

-0.2284
(0.1847)

-0.0782***
(0.0194)

-0.0371
(0.0257)

-0.0199
(0.0359)

公有积累
(jl_r)

-0.0220
(0.0198)

-0.0367
(0.0234)

-0.0409*
(0.0228)

-0.0334***
(0.0063)

-0.0026
(0.0068)

-0.0007
(0.0064)

私营比重及市场化(pm_r)
0.0012
(0.0008)

0.0011
(0.0009)

0.0020**
(0.0009)

0.0012
(0.0008)

人均承包土地(land)
-0.0130
(0.0273)

-0.0086
(0.0266)

-0.0394***
(0.0053)

0.0380***
(0.00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80 464 455 455 780 464 455 455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R2 0.2025 0.0441 0.1089 0.1482

  注:(1)FE估计结果中括号里的数值为稳健标准差,GLS估计结果中括号里的数值为标准差;(2)***、**、*分别

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 城镇内部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变动趋势检验结果

FE GLS

(1) (2) (3) (4) (5) (6) (7) (8)

城镇发展水平(inc_u) 2.4683***
(0.4829)

6.1821***
(2.0389)

5.5897***
(0.3724)

5.9747***
(0.5952)

人均收入平方(inc_u2)
-0.1148***
(0.0291)

-0.3501***
(0.1161)

-0.3176***
(0.0230)

-0.3596***
(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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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FE GLS

(1) (2) (3) (4) (5) (6) (7) (8)

劳动差别(eduy_u)
0.0651***
(0.0126)

0.0345***
(0.0108)

0.0313**
(0.0134)

0.0227***
(0.0086)

0.0025
(0.0094)

0.0202**
(0.0089)

生计收入
(sj_u)

-3.1075***
(1.0159)

-2.0020*
(1.0147)

-4.3539***
(1.2436)

-0.2287
(0.2944)

-1.0234***
(0.3085)

-1.5644***
(0.3388)

公有积累
(jl_u)

-0.9024***
(0.1557)

-0.7044***
(0.1542)

-0.5903***
(0.1407)

-0.3372***
(0.0592)

-0.3113***
(0.0659)

-0.3231***
(0.0616)

私营比重及市场化(pm_u)
0.2873***
(0.0800)

0.4490***
(0.1135)

0.1941***
(0.0619)

0.6301***
(0.06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82 593 588 588 782 593 588 588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R2 0.6196 0.3025 0.3855 0.4145

表1和表2中的估计结果表明:

1.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均大致呈“倒 U”型。列(1)(4)(5)(8)中的二次项

系数均为负号,证明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的不同公有制实现形式下,居民收入差别均伴随着经济发

展呈先扩大后缩小的显著变化;根据估计系数可以确定其变动轨迹上都存在最高拐点,其中,农村收

入差别拐点处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3397,对应的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310元;城镇收入差别顶点处的

基尼系数平均为0.3369,对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16083元。两相比较,农村的收入差别曲线

高于城镇。前文中的理论假说2得到证实。

2.制度变量劳动差别、公共积累、生计收入、私营经济占比及市场化对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影响

符合预期。列(2)(4)(6)(8)的结果表明,无论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中或是土地集体公有主

导的农村经济中,劳动差别、私营经济及市场化均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均显著正相关,公有积累、生
计收入则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公有主导混合经济中存在复杂的变量关系,其
中私营经济积累及市场化可能是单纯扩大收入差别的因素,但其变动受到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

制度的制约:一方面会受到主体变量劳动差别的影响,其正向制约收入差别变化,但劳动差别本身在

一定发展阶段后的缩小可能产生重要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也受到与收入差别负向相关的两个因素,
即伴随发展水平而提高的生计保障变量及与长期追赶型战略相适应的高积累率的双重抑制。此外,
农村中人均承包土地也大致符合预期地与收入差别负相关,这是因为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

实行按人口平均承包,且土地集体所有抑制了土地集中(一个正值可能与其他变量的加入有关)。所

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城乡经济中收入差别呈现“倒 U”型,实际上是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后公有制因

素主导的结果。两表中列(3)(4)(7)(8)的结果均表明,当估计中加入其他控制因素后,仅略微改变

了系数大小,而对制度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几乎没有影响。这进一步证明,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

经济中城乡内部收入差别不可能很大,其属于制度性低差别型(基尼系数0.4以下)。由此,理论假

说1得到证明。

3.综合多种因素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关系,主要制约变量及其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倒U”
型关系进一步得到证明。列(4)和列(8)将各种因素统一于一个综合模型,考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关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均非常相似,从而相互校正并共同说明,在
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劳动差别和发展水平是制约中国农村与城镇收入差别大致呈“倒 U”型的

关键因素,公共积累和生计收入制度则是降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合力抑制了

私营经济及市场化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程度,即在综合模型中城乡制度变量和发展变量的方向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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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均没有改变,表现出高度稳健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共同形塑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先升后降。
(二)城乡间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表3是以两种指标衡量的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其中,3A部分是以城

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3B部分是以城乡收入比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A、B两

部分中的列(1)和列(4)分别以两种方法检验城乡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两部分中的列

(2)和列(5)分别以两种方法检验主要制度变量及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城乡收入差别变动程度和趋势

的制约;而两部分中的列(3)和列(6)则分别以两种方法综合检验各主要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对城乡收

入差别变化趋势的影响。

表3 城乡差别变动趋势的检验结果

3A: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

FE GLS

(1) (2) (3) (4) (5) (6)

人均GDP(gdp)
0.1820***
(0.0522)

0.5874***
(0.0585)

0.1768***
(0.0170)

0.6704***
(0.0234)

人均GDP平方(gdp2)
-0.0118***
(0.0034)

-0.0353***
(0.0036)

-0.0104***
(0.0009)

-0.0388***
(0.0014)

二元对比系数(dual) -0.1391**
(0.0617)

-0.1876***
(0.0328)

-0.2440***
(0.0210)

-0.2602***
(0.0151)

工农价格剪刀差(scissors)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城镇化率(urban) 0.1633***
(0.0570)

0.2262***
(0.0785)

0.0157
(0.0211)

0.0428**
(0.01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10 696 696 810 696 696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R2 0.6798 0.2485 0.6100

3B:城乡收入比

FE GLS

(1) (2) (3) (4) (5) (6)

人均GDP(gdp)
1.4203**
(0.6142)

3.0211***
(0.7159)

1.4904***
(0.1958)

3.4617***
(0.2433)

人均GDP平方(gdp2)
-0.0776**
(0.0361)

-0.1843***
(0.0435)

-0.0800***
(0.0110)

-0.1994***
(0.0143)

二元对比系数(dual) -2.5027***
(0.4898)

-2.8041***
(0.4885)

-3.2737***
(0.1668)

-3.4301***
(0.1583)

工农价格剪刀差(scissors)
-0.0005
(0.0005)

0.0017***
(0.0005)

0.0017***
(0.0001)

0.0022***
(0.0002)

城镇化率(urban) 0.8233**
(0.3110)

1.3163***
(0.4043)

0.1731
(0.1542)

0.3589**
(0.17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10 696 696 810 696 696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R2 0.0651 0.3650 0.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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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

1.不同指标衡量的城乡收入差别均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趋势。A、B两部分中

列(1)和列(4)的结果均表明城乡收入差别变动曲线在经济发展中有最高拐点,其中城乡收入差别曲

线拐点处以基尼系数衡量平均为0.2087,对应的人均GDP为5425.91元;而以城乡收入比表示的城

乡差别曲线拐点处坐标分别是比值3.0153和人均GDP为7513.61元。两相对比,城乡收入差别基

尼系数的“倒U”型转折先于城乡收入比而发生,即理论假说3得到证明。

2.制度变量二元体制对比系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及城镇化程度同城乡收入差别的相关关系

均符合理论预期。A、B两部分中列(2)和列(5)的负向二元对比系数表明,我国城乡两种不同实现形

式的公有制及二元体制严重制约了比较生产率,从而导致城乡差别过大,其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由缩

小转向增大的变动,负向影响了城乡收入差别先升后降呈“倒U”型变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是

由城乡不同公有制实现形式及二元体制决定的,其多数与城乡收入差别正向相关,表明在二元体制

下价格剪刀差越大,则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城镇化进程也与城乡收入差别正相关,说明我国二元制

度依然显著存在,仍处在二元经济转换促使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时期。以上均证明我国城乡两种公

有制实现形式及由其制约的二元制度,是我国城乡收入差别过大的基础原因,也是制约其变动的主

要因素,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理论假说3。

3.综合多种因素与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的关系,主要二元制度变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城乡收入

差别变动的影响依然稳健。列(3)和列(6)的综合模型估计结果再次证明了控制变量的加入并未影

响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证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收入差

别受制于二元制度因素和发展水平的制约,并呈大致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
(三)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表4为检验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6)
(7)(8)检验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动,以及各制度变量、发展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收入差别

的影响;列(2)(3)(4)检验城镇化进程中全国总体收入差别的变化,以及各制度变量、发展变量和加

入其他各种因素后相互间及综合地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列(5)侧重检验制度变量及加入控制变量后

的影响程度,及对全国总差别的影响。

表4 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总体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变量的检验结果

FE

(1) (2) (3) (4) (5) (6) (7) (8)

人均GDP(gdp)
1.2456***
(0.3516)

0.4770**
(0.2300)

0.6064***
(0.1718)

0.6676***
(0.1849)

人均GDP平方(gdp2)
-0.0645***
(0.0208)

-0.0272**
(0.0116)

-0.0353***
(0.0086)

-0.0372***
(0.0096)

劳动差别(eduy_t)
0.0287*
(0.0142)

0.0207*
(0.0102)

0.1531**
(0.0644)

0.0255
(0.0155)

0.0086
(0.0107)

0.0220**
(0.0096)

劳动差别平方(eduy_t2)
-0.0086*
(0.0044)

生计收入(sj_t)
-0.0723
(0.0731)

-0.0877
(0.0724)

-0.0913
(0.0753)

-0.0938
(0.0688)

-0.0748
(0.0661)

-0.0780
(0.0779)

公有积累(jl_t)
-0.0776
(0.0580)

-0.0071
(0.0535)

-0.0064
(0.0511)

-0.0579
(0.0659)

-0.0090
(0.0508)

-0.0127
(0.0509)

私营占比及市场化(pm_r)
0.1827***
(0.0509)

0.1350**
(0.0599)

0.1556**
(0.0589)

0.1813***
(0.0525)

城乡二元比(income_ur) 0.2554***
(0.0222)

0.2771***
(0.0198)

0.2868***
(0.0223)

0.2659***
(0.0200)

0.2891***
(0.0220)

0.2817***
(0.0204)

城镇化率(urban) 1.2559*
(0.7131)

0.3457
(0.3111)

0.6245**
(0.2312)

-0.1883
(0.1305)

-0.1451
(0.1298)

-0.1012
(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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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FE

(1) (2) (3) (4) (5) (6) (7) (8)

城镇化率平方(urban2)
-0.6325
(0.9340)

-0.6002
(0.3694)

-1.0157***
(0.26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80 780 555 502 502 555 502 502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R2 0.3315 0.2134 0.8290 0.8778 0.8678 0.8335 0.8757 0.8793

GLS

(1) (2) (3) (4) (5) (6) (7) (8)

人均GDP(gdp)
1.9585***
(0.1375)

0.5231***
(0.0703)

0.5521***
(0.0679)

0.5865***
(0.0772)

人均GDP平方(gdp2)
-0.1110***
(0.0079)

-0.0291***
(0.0037)

-0.0320***
(0.0036)

-0.0333***
(0.0038)

劳动差别(eduy_t)
0.0199*
(0.0102)

0.0143
(0.0100)

0.1297***
(0.0319)

0.0150
(0.0099)

0.0028
(0.0097)

0.0161
(0.0099)

劳动差别平方(eduy_t2)
-0.0076***
(0.0019)

生计收入(sj_t)
-0.0531
(0.0326)

-0.0666
(0.0427)

-0.0835*
(0.0441)

-0.0890***
(0.0310)

-0.0791**
(0.0361)

-0.0665
(0.0446)

公有积累(jl_t)
-0.0958***
(0.0309)

-0.0027
(0.0312)

-0.0075
(0.0325)

-0.0706**
(0.0276)

-0.0106
(0.0311)

0.0002
(0.0307)

私营占比及市场化(pm_r)
0.1650***
(0.0295)

0.1080***
(0.0271)

0.1342***
(0.0287)

0.1419***
(0.0287)

城乡二元比(income_ur) 0.2598***
(0.0108)

0.2784***
(0.0106)

0.2865***
(0.0113)

0.2645***
(0.0108)

0.2767***
(0.0106)

0.2793***
(0.0106)

城镇化率(urban) 3.1323***
(0.1791)

0.3511***
(0.1230)

0.5739***
(0.1109)

-0.1139
(0.0769)

-0.1063
(0.0766)

-0.0509
(0.0756)

城镇化率平方(urban2)
-3.7471***
(0.2135)

-0.6607***
(0.1192)

-0.9260***
(0.1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80 780 555 502 502 555 502 502

包括省份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1.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显著呈现“倒 U”型变动。基于两种估计方法的列(1)
(6)(7)(8)的结果均表明,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过程中显著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在分别加入制度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后,该趋势保持不变。由此,假说4得到证明。

2.制度变量在全国总体收入差别的“倒 U”型变化中仍是重要制约因素。基于两种估计方法的

列(3)-(8)的结果显示,无论纳入制度变量或是发展变量以及是否纳入控制变量,也无论劳动差别

是否采用二次项,均未改变劳动差别、私营经济及市场化对居民收入差别的正向制约。在大多数情

况下公共积累、生计保障收入同收入差别保持了负向相关,虽然显著性略变。由此,理论假说1和2
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得到证明。

3.城乡二元制度差别是全国总收入差别呈“倒 U”型变动的重要制度变量。城乡二元差别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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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中呈“倒U”型变动已在前文证实。此处,在全国总体估计的列(3)-(8)中,其作为二元制度

变量估计系数全部为正,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充分证实了关于城乡二元制度差异制约城乡收入差

别从而总体收入差别呈“倒U”型变动的理论假说3。

4.城镇化是影响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呈“倒 U”型变动的重要因素。基于两种估计方法的列

(2)-(4)均显示城镇化的二次项为负,表明总体收入差别伴随城镇化率提高而先升后降,且在GLS
估计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城镇化一次项的系数方向并不统一,可能反映了我国城镇化的某

种阶段性特征,或者与反映我国城镇化的几个不同指标的差异有关,如常住人口率能否既代表二元

制度差异又反映二元结构变动。此外,其也可能与我国的城镇化同过大的城乡差别相结合的特征有

关。① 无论如何,在加入其他制度变量或控制相关变量后,均没有改变估计结果,从而再次证实了理

论假说3和4。

5.从总体上来看,是各种制度变量和发展因素综合导致了中国总体收入差别呈“倒 U”型轨迹。
各种估计结果清楚表明,劳动差别、二元制度差别、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是导致总体收入差别

先升后降的关键变量;私营经济及市场化正向影响总体收入差别;公共积累、生计收入则负向影响总

体收入差别。正是这些主要制度变量及发展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共同导致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居

民总体收入差别“倒U”型曲线。基于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总体收入差别变动曲线最高点对应的坐

标值为基尼系数0.4840、人均GDP为18192.95元。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基础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显著的“倒U”型变动。制约城乡内部收入

差别的制度变量,如劳动差别、生计收入、公共积累和私营经济及市场化等,仍是制约总体收入差别

的重要制度变量,虽然显著程度略有变化。但影响全国整体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同影响城乡内部收

入差别的因素有所不同;城乡二元制度差异构成了制约全国总体收入差别的更重要制度因素;融合

二元制度变革与结构转换的城镇化是影响全国总体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
(四)各主要因素对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变化的贡献度

以上计量分析验证了“公有倒U理论”中提出的若干假说,证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相关变量的变动导致了居民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倒 U”型轨

迹②。为了更加确切地测定各变量对总体收入差别的贡献,以下采用Shapley值分解法,基于表4中

列(8)的模型,针对全国总体收入差别进行回归分解,分解式如下:

Ck =I(y=a+∑i∈Jbjxj+bkxk+ε)-I(y=a+∑i∈Jbjxj+εσ) (6)

这里,Shapley值分解法的分解思路是比较在计量模型中加入某个变量前后,收入差别变动值占

总体收入差别比例的变动,并视此变动为变量k对因变量的解释率,即其对因变量的边际贡献。式

(6)中,J为不含变量k的变量集合,不包含变量k的估计系数则以σ表示。为分析变动特征,本文采

取分年度估计并计算平均值,结果见表5。
考察表5中的分解值,首先,平均来看全部核心变量能够解释总体收入差别变动的85%以上,证

明本文模型的构建和变量选择是恰当的和客观的。分别来看,各制度变量解释了约55%,其中二元

差别约31%多,劳动差别约12%,生计收入和公共积累约11%,民营经济及市场化约5%。各发展

变量解释了约21%,而包含制度和发展因素的城镇化解释了约10.4%。其次,各制约因素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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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二元经济中,城镇化只有与城乡收入差别结合才能改变总体收入差别,且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则城镇化的影

响也越大,甚至可能影响总体收入差别的变动方向(陈宗胜,1991)。
利用估计系数经过简单计算也可比较各变量的影响程度,但前提是数据未做标准化处理。因本文的因变量经

过Scully(2003)的标准化处理,故自变量对总体收入差别的影响需按exp(A)/[1+exp(A)]转换,其中A 为自变量变

动1个标准差时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但是鉴于Shapley值分解法更具优势(Shorrocksetal,1982;万广华,2004),
本文采用Shapley值分解法进行回归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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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解释程度是变化的,变化程度及趋势同理论分析一致。如生计保障收入大致从6%上升至10%,
而公共积累从7%降为4%,对应地民营经济及市场化从5%上升到8%;劳动差别、二元制度差别、
城镇化及发展水平对总体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呈先升后降变动,而这

些变量同收入差别均正相关且其总和贡献率占60%以上,证明了这些变量正是总收入差别呈“倒U”
型变化的最主要因素。①

表5 各变量对总体收入差别变动的贡献率(%)

  变量

年份  
人均GDP

gdp
人均GDP
平方gdp2

劳动差别

eduy_t
生计收入

sj_t
公有制积累

jl_t
私有经济及

市场化pm_r
城镇化率

urban
二元差别

inc_ur
控制

变量

1995 9.85 9.78 7.09 8.33 6.97 5.34 5.89 34.00 是

1996 7.03 6.94 9.93 7.52 4.60 7.82 6.18 44.86 是

1997 8.85 8.67 10.81 6.61 4.94 6.79 6.43 41.93 是

1998 9.27 9.27 13.18 6.09 3.48 2.15 7.57 45.14 是

1999 9.61 9.57 10.87 6.48 5.22 1.50 7.39 44.21 是

2000 12.01 12.25 11.54 8.20 4.90 1.44 7.24 31.40 是

2001 12.03 12.19 11.73 7.81 5.49 1.95 7.94 32.77 是

2002 13.37 13.74 11.23 9.09 4.67 2.54 9.85 27.80 是

2003 11.73 11.96 14.85 9.16 4.32 3.98 10.54 24.60 是

2004 9.87 9.84 13.07 7.24 3.33 4.74 9.81 34.01 是

2005 11.21 11.23 13.66 8.27 2.98 5.64 10.42 29.03 是

2006 10.73 10.68 15.44 7.79 3.68 6.28 10.71 25.58 是

2007 10.38 10.34 12.82 6.84 2.97 5.21 9.97 24.09 是

2008 9.79 9.76 14.24 7.42 3.34 5.66 11.20 25.45 是

2009 9.80 9.77 15.20 8.68 2.70 6.52 13.21 25.30 是

2010 9.25 9.21 13.18 7.90 1.27 6.69 12.14 28.29 是

2011 10.13 10.04 13.67 8.18 1.15 6.16 12.69 29.42 是

2012 9.89 9.76 14.52 7.59 0.87 4.50 12.09 33.21 是

2013 12.16 12.05 14.47 1.09 0.75 4.77 14.00 29.24 是

2014 10.91 10.76 16.13 10.96 1.07 4.69 11.69 22.87 是

2015 11.60 11.54 8.40 10.25 1.47 4.11 12.71 31.07 是

2016 11.11 11.02 7.93 6.95 2.60 4.52 13.06 28.50 是

2017 14.07 13.67 6.30 7.31 1.27 7.32 9.97 31.17 是

2018 10.97 10.75 9.86 7.10 1.57 5.02 16.67 32.15 是

2019 10.28 10.00 13.85 6.64 3.45 8.26 10.39 26.13 是

均值 10.64 10.59 12.16 7.58 3.16 4.94 10.39 31.29 是

总之,各变量贡献率的比较证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导致居民

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先升后降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劳动差别、生计收入、公共积累、民营经济及

市场化程度、城乡二元制度差异等制度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发展变量、兼具制度变革与发展因素

的城镇化变量等,有的本身的变动即与总体收入差别“倒 U”型趋势一致,有的则主要是制约总体收

入差别的位置及高度,因此,各相关变量的贡献作用均较为重要。总之,本文重点讨论的制度变量和

发展变量对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影响基本得到统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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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制约因素对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变动的贡献度略有差异。对城镇内部差别,各核心因素的贡献可以解释63%
多,其中各制度因素解释41%多,如劳动差别贡献12%,生计保障和公共积累为7%和11%,民营经济及市场化

11%;各经济发展变量解释21%。对农村内部差别,各主要制约因素可解释80%,其中制度因素解释59%,如劳动

差别7%,生计保障9%,集体积累和土地分别解释13%和23%,农村个体经营及市场化为7%;而各发展因素解释

21%。



(五)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估计

本文主要考察经济发展中各制度因素等对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收入

差别呈现预期影响对结论有重要意义。鉴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变量,其与因变量收入差别

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加之任何模型均不可能囊括所有影响收入差别的变量,所以有可能存在内

生性问题。为此,以下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并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借鉴文献中关于工具变量法的研究思路,并接受多个工具变量比单个变量的估计效果更好

的理念(张杰等,2017),故下面检验分析中选取两个工具变量:一是选取相关毗邻省份的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均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值、总体的人均GDP均值作为目标省份的城镇、农村和总体经济

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二是选取相关省份的人口密度作为其城镇、农村、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个

工具变量。这两个工具变量的选取均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一方面,毗邻省份间地理区位、制度

安排较为相似,市场结构开放水平等较为接近,从而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较为相似,同时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存在空间一致性(王胜今等,2017),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

用;另一方面,毗邻省份的经济发展对目标省份的收入差别而言较为外生,虽然存在劳动力跨区流动,但
占比较小,从而各省平均收入更多还是依赖省内经济发展而非省际市场交流。因此,从工具变量法所

要求的条件来看,上述两个变量的选取是合理且合适的。
依据本文既定样本量和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以下具体使用JamesH.Stock等发展的有限信

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除列(2)关于农村内部收入差别

的工具变量检验未通过以外,其他回归检验中Kleibergen-Paap的LM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

模型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中Kleibergen-Paap的F统计量均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

假设。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后,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收入差别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

呈“倒U”型变动,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系数相较此前的估计系数略大,说明未使用工具变量法

时估计系数可能存在低估。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6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1) (2) (3) (4) (5)

城镇差别 农村差别 城乡差别(比值)
城乡差别
(基尼系数)

总体差别

经济发展水平 6.4362***
(1.5032)

6.5858
(6.0074)

3.8166***
(0.3990)

0.6112***
(0.0355)

0.9610***
(0.1735)

经济发展水平平方 -0.3619***
(0.0868)

-0.5937
(0.4336)

-0.2355***
(0.0245)

-0.0371***
(0.0022)

-0.0327**
(0.0129)

劳动差别 0.0352**
(0.0137)

0.0192
(0.0138)

0.0425***
(0.0086)

生计收入 -4.7077***
(0.7519)

-0.1131
(0.1827)

-0.1599**
(0.0746)

公有积累 -0.6008***
(0.0942)

-0.0452***
(0.0152)

-0.0478**
(0.0225)

私营占比及市场化 0.4140***
(0.1015)

0.0012
(0.0010)

0.1232**
(0.0581)

二元对比系数 -2.8692***
(0.2232)

-0.1937***
(0.0190)

-0.2942***
(0.0170)

工农剪刀差 0.0023***
(0.0004)

0.0002***
(0.0000)

城镇化比率 1.6726***
(0.2907)

0.2522***
(0.0291)

0.0591
(0.11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3 455 723 723 633
R2 0.5588 0.4526 0.8453 0.8936 0.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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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1) (2) (3) (4) (5)

城镇差别 农村差别 城乡差别(比值)
城乡差别
(基尼系数)

总体差别

F值 23.48 22.89 98.76 197.4 291.8
HansenJ统计量 4.128 0.330 33.00 0 0.858

Kleibergen-PaaprkLM 统计量 42.68*** 5.708* 154.1*** 151.2*** 43.33***

Kleibergen-PaaprkWaldF统计量 58.62 2.452 177.7 235.5 16.05

(六)稳健性检验及与时序数据估计结果的比较

以上工作基本验证了本文计量结果的稳健性,但仍有必要再以另外的方法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

的稳健性,即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检验,并与时序数据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首先,通过面板门限模型进行检验。表7中按通用方法确定了门限值,进而依据该门限值进行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关于城乡内部、城乡间及总体收入差别的估计结果中,绝大多数都

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收入差别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在门限值的左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

随着居民收入差别的拉大;跨过门限值后,这一效应转弱或转而为负。以上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经济

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面板门限要求数据的强平衡,导致此处估计中

的样本损失量较大,从而可能使部分估计结果变得不显著,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7 门限估计值与单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估计值(95%CI,300个网格) 单门限检验(300次抽样)

模型 门限值 下限 上限 F统计量 P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城镇差别 单门限 8.1430 8.1298 8.1430 14.32 0.3800 25.3762 31.4534 45.4968
农村差别 单门限 7.4712 7.4624 7.4889 35.66 0.1167 39.4189 61.2817 81.2184

城乡差别(比值) 单门限 9.1160 9.0813 9.1185 120.28 0.0067 62.6160 73.1312 101.1027
城乡差别(基尼系数) 单门限 7.8334 7.8001 7.8396 202.83 0.0000 70.5477 82.1360 102.5206

总体差别 单门限 7.9478 7.9395 7.9490 52.07 0.0600 38.8172 64.1447 140.4033

表8 门限效应回归结果(以门限值分段回归)

城镇差别 农村差别

FE

(1) (2) (1) (2)

人均GDP
0.1479
(0.3725)

-0.0049
(0.1764)

0.3408
(0.3461)

-0.7375
(0.4755)

观测值 187 319 300 125

R2 0.4507 0.3886 0.1979 0.1076

GLS

人均GDP
0.1068
(0.1022)

-0.3524***
(0.0282)

0.8329***
(0.0663)

-0.1716***
(0.0612)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7 319 300 125
城乡差别(基尼系数) 城乡差别(比值) 总体差别

FE

(1) (2) (1) (2) (1) (2)

人均GDP 0.0782***
(0.0091)

-0.0364***
(0.0053)

-0.2316*
(0.1188)

-0.7944***
(0.1598)

0.0626
(0.1744)

-0.1664***
(0.0424)

观测值 162 594 480 276 191 619

R2 0.7850 0.2441 0.7852 0.7114 0.8361 0.8595

GLS
人均GDP 0.0562***

(0.0086)
-0.0008
(0.0042)

0.5012***
(0.0535)

-0.1688**
(0.0666)

0.0775
(0.0780)

-0.1304***
(0.0341)

观测值 162 594 480 276 191 619

  注:模型(1)为基尼系数低于门限值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基尼系数大于等于门限值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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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必要将本文面板计量结果与相关时序数据研究陈宗胜(2018)进行对比,从对照中进一

步检验本文结论。对比表明,本文所有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时序分析结果基本吻合。图

1中分别以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描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居民总体、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

差别实际变动趋势和拟合变动趋势。虽然各趋势线形态略有不同,但从以A、B、C、D标示的转折拐

点(基尼系数最高点及对应的人均美元GDP)的高度和位置对比看,各曲线的大致趋势基本一致。虽

然城乡内部收入差别转折不明显,但在各图中总体收入差别曲线及城乡间收入差别曲线都呈明显的

“倒U”型,这预示未来一定阶段内总体收入差别的下降可能主要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别的缩小。

图1 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变动趋势和拟合变动趋势

注:(1)考察期均为1990-2017年。(2)拟合曲线方程均为gi=α+β1gdpa+β2gdpa2+ε,其中gi 分别为全

国、农村、城镇及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gdpa为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DP,ε为残差。(3)曲线上符号A、B、C、D分

别代表全国、农村、城镇及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变动曲线的顶点(坐标为基尼系数和对应的人均GDP)。(4)数

据来源同表1。(5)各图中曲线及拐点坐标(基尼系数、人均收入)的说明:图1 1各曲线拐点坐标依次为全国总

体收入差别拐点 A(0.5831,4026.84)、农村收入差别拐点B(0.4895,4026.84)、城镇收入差别拐点C(0.3303,

10069.16)、城乡收入差别拐点D(0.2537,1454.16);图1 2各曲线拐点坐标依次为全国总体收入差别拐点 A
(0.491,3473.10)、农村收入差别拐点B(0.392,9768.79)、城镇收入差别拐点C(0.339,10276.44)、城乡收入差别

拐点D(0.282,1288.63);图1 3各曲线拐点坐标依次为全国总体收入差别拐点A(0.5466,7879.23)、农村收入差

别拐点B(0.3055,8992.40)、城镇收入差别拐点C(0.3065,7879.23)、城乡收入差别拐点D(0.2357,2299.19);

图1 4各曲线拐点坐标依次为全国总体收入差 别 拐 点 A(0.4987,5636.19)、农 村 收 入 差 别 拐 点B(0.3848,

7080.67)、城镇收入差别拐点C(0.3498,5636.19)、城乡收入差别拐点D(0.2742,3838.68)。

换言之,比较看来,无论是面板数据还是时序数据显示的实际趋势,或是以两种数据显示的拟合

趋势,总体收入差别和城乡收入差别均呈现了大致的“倒U”型轨迹,虽然各曲线的位置、高度及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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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水平略有差异。以各图中全国总体收入差别曲线为例,其最高点处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50~
0.58之间,对应的人均GDP平均在4000~8000美元之间。这亦与2008年前后我国的实际收入水

平与分配差别情况相吻合。考虑到各图中使用资料口径和计算方法等的多样性,上述结果已属相当

稳健,更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四、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从较低发展水平迈上中高收入阶段并即将跨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总体收入

差别已经越过了最高拐点,进入了整体下降阶段(城乡收入差别略异)。由此,本文以四十多年来中

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实了关于在中国特色公有经济基础上,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及城乡内部和城

乡间收入差别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程度不等地呈“倒U”型变动的理论假说,即如有学者所阐明

的,证实“公有经济倒U曲线”具有规律性,从理论假说变升为科学论断(陈昕,2019)。
进一步来讲,本文计量分析清楚阐明了“公有经济倒U曲线”作为不同于自然法则的社会规律,

既体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制约,如与公有经济相关联的劳动差别、公共积累、生计收入、二
元制度等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的客观制约,如人均GDP水平、城镇化率、经
济结构等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也体现了社会因应“客观需求”而推行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调整的制约,
如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开展市场化改革和分配制度调整等对分配差别的影响。换言之,本文以面板

数据测度的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实际变动中,内在体现了四十多年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中实施的分配体制改革效应以及激励制度调整效应,即进一步证明,我国按“先富帮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方针推动的改革开放“故事”是成功的,我国在此过程中既取得经济快速发展

的奇迹,又保持了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
这里社会规律的必然性及客观性,既体现为内在制度机制和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也体现为相

应经济改革与体制调整适应现实社会提出的客观要求。大致看来,改革之初极端平均主义低收入差

别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这客观上要求实施分配激励体制改革,允许

并激励人们多劳多得,从而刺激经济从停滞中挣脱出来,实现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

别趋向于过度扩大时,客观上又必然刺激社会实施公平分配制度,采取收入差别抑制机制。这就是

“公有经济倒U曲线”理论的社会体制基础。这进一步说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经济快速发

展又避免两极分化、保持收入分配基本公平,正是因为我们实施的体制改革与政策举措符合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虽然我国目前总体收入差别已经跨越顶点转而进入下降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状

况会从此总是符合规律地变动,而不存在任何问题。其间仍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比如过大的城乡

收入差别依旧是二元制度改革迟缓所致。为此,对存在的问题仍需因应“客观需求”,依据规律实施

体制改革与机制调整,从而尽可能延伸“倒U”曲线的下降趋势。至少针对本文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

问题,可以提出如下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劳动差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制约城镇和乡村内部收入差别的

重要因素,是保持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始终大致适度的基本制度因素。劳动差别主要由受教育程度差

别体现。数据说明我国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状况已有所改进,但在某些综合计量分析中劳动差

别的作用不是很显著,说明按劳分配政策的实施还存在某些扭曲,需要加大治理改革力度,这包括:
要坚定贯彻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在改革中壮大发展城镇国有经济和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大力革除某些垄断性或非法非劳动因素的干扰;规范发展各种非公经济。

第二,公有经济积累和保障性生计收入制度均是保持城乡居民适度收入差别、抑制城乡内部收

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制度因素。计量分析中在部分条件下其作用不够显著,表明相关制度措施需要进

一步加强,这包括:应加大从国有企业向社保基金转让股份的力度,推动城乡居民养老等社保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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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以体现国有制的“全民性”;应适时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特别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后;应明确制定和公布城镇居民统一保障线,或可尽快确定城乡“多维”保障标准;应强化乡村集体积

累规模和运用效果,比如联合经营、规模经营等;城镇国有经济积累应在扩大规模中提高民众分享度

和受益范围。
第三,私营经济及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等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在计量结果中多数为正,但也

有负的,其作用方向和力度并不完全符合预期。这说明这些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很可能在不同发

展阶段是变化的,或者仍处于初级阶段,从而需要继续推进。因此,即使在全球化步伐放缓时期,也
应当持续深化以民营经济规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从其与收入差别变动关系出发,认真

研究相关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和作用方向。
第四,城镇化是体现我国二元制度状况从而制约总体收入差别变动的重要因素。未来,中国特

色城镇化进程和二元制度改革还应继续加强,主要是改革户籍制度加速人口非农化及城镇常住人口

市民化,推动城镇化持续转向“倒U”型曲线下降阶段。从方向上看,在城市化步伐放缓阶段,应适当

加速推进一些地区已成功试行的农村城镇化,特别是撤村并镇、县域小城镇化,以吸收农村过剩人

口,而非仅限于转移剩余劳动力。
第五,城乡收入差别构成了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城乡二元体

制不平衡性仍旧严重,也说明今后规范收入差别除了倚重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外,还需更多侧重改革

与发展政策的结合,比如将国家制定的改革二元制度和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实为优先促进农村发

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制约城乡收入差别缩小的重要因素是比较生产率差异,对此,核心政策应

是实施以城补乡、以工补农、城乡财政转移,切实推动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城镇看

齐,激活农村最重要的土地要素,提高农村发展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逐步降低城乡收入差别将大幅度缩小我国总体收入差别,并延伸其长期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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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SurveyoftheEvolutionaryTrendofChinasIncomeInequality:

From “FirstRichnessforPartialPeople”to“Common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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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provincialpaneldataoverthepastthirtyyearsofChinatotestthe“inverted-U
theoryofincomedistributioninthepublic-ownershipeconomy”.Comparedwithpreviousrelevantresearchontimese-
riesdata,thispaperusesmoredetaileddataandmorecomprehensiveeconometricanalysistostudiedtheimpactofthe
maininstitutionalvariablesanddevelopmentvariablesin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withpublicownershipasthemainbody.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overallincomegapofChineseresidents
andtheurban-ruralincomegapasitsmaincomponent,haveshownvaryingdegreesofinverted-Ucurvechangesin
economicdevelopment,withtheoverallincomegapbeingthemostsignificant.Thus,itconfirmedtheeffectivenessof
the“inverted-Utheoryofincomedistributioninthepublic-ownershipeconomy”withmorecomprehensivedata.Then

provingthat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upfrom“firstrichnessforpartialpeople”to“commonprosperity”is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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